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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动态

西北政法大学备案审查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孙立昊洋 日前，西北政法大学备案审查研究中
心成立大会暨备案审查基本理论研讨会举行。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表示，备案审查研究中心的成立体现
了学校服务法治国家建设的责任担当。研究中心应当统筹学科优势
和师资力量，与各级法治实务部门紧密协作，聚焦备案审查制度，力
争打造人才培养高地、重要智库、知名研究平台。研究中心全体成员
要凝聚智识力量，加大理论攻坚力度，以高水平成果赋能备案审查新
发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
高质量发展重点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记者刘志月 近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高质量发
展重点工作推进会暨深化综合改革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正式启动
高质量发展大研学活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侯振发表示，学校要把学习成果体
现到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上，细化工作举措，为全面深化改革奠定坚
实基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要改革创新，激发活力；攻坚克
难，保持定力；携手同行，凝聚合力。全校上下要形成改革一盘棋的局
面，共同为改革想招、一起为改革出力，携手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再
上新台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朱方伟表示，学校要坚定“非改不可”的
信念、诠释“非我莫属”的担当、共创“非常期待”的前景，以坚定信心、
十足干劲，全力拼出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新天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申祖武表示，各单位要
进一步树牢大局观、全局观，加强互学互鉴和协同联动，以高质量发
展大研学活动为契机，凝聚深化改革的强大动力与合力，着力强化改
革的责任意识，群策群力，集中破解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天津大学法学院举行法学学科建设研讨会

  本报讯 记者张驰 近日，天津大学法学院举行法学学科建设研
讨会。与会人员围绕学院未来发展方向、师资队伍优化建设、教学与科
研平衡发展、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等方面展开探讨。
  天津大学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俊艳表示，人才是衡量学科发展
水平的重要标准，激励广大教师牢记教书育人初心，深刻把握未来法学
人才培养的发展规律。文科事业发展需守正创新，既要聚焦我国自主知
识体系的构建，也要用好学科交叉这一抓手，实现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
的共进，天津大学法学院要深入谋划发展大计，早日实现法学学科建设
的长远目标。
  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孙佑海强调，学院发展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基本原理为理论根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既要融入
新技术浪潮与时俱进，又要勇担服务国家建设光荣使命。为提升学科建
设水平，学院将对标对表，发挥长处、补足短板，通过创新方法与落实责
任制提升人才培养质效，以个人提升共筑集体进步，推动法学学科的高
质量发展。

2025年度全国法科学生
模拟立法大赛启动仪式举行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日前，由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主办的
2025年度全国法科学生模拟立法大赛启动仪式暨“完善以实践为导向
的立法人才培养”研讨会在华东政法大学举行。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会长许安标就筹办
2025年度全国法科学生模拟立法大赛提出要求：要确保比赛内容、选
题贴近现实需求，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议题作为大赛题目；要坚持公平
公正原则，保证评审过程透明公开，评出经得起检验的优秀成果；要以
创新思维和创新方法，倡导参赛者从不同角度提出创新条款；要始终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相关选
题领域的中央政策精神和立法规定。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表示，学校始终坚持党的教育方针，高度
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培养，致力于促进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
展、创业就业需求紧密对接。全国法科学生模拟立法大赛是培养新时
代立法人才的重要平台，参赛者应当从身边的小问题入手，通过真刀
真枪的立法案例实战，提高政治判断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
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法学洞见

┬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时下一些教材论著关于周朝土地制度的论
述，总以单一的井田制来概述，我认为这样做有
点简单化。周朝的国家结构是国野制，国和野分
别指国都和鄙野。总体而言，征服者周人居住在
“国都”，国都分为若干“乡”，被称为“国人”；被
征服者居住在“鄙野”，鄙野分为若干“遂”，被称
为“野人”。土地制度既受国家结构的制约，还受
山区平原等地理形势的制约。
  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
臣”的超经济束缚，周朝的土地制度总体上呈现
土地国（王）有制，周王朝对土地的分配，主要有
如下三种样式：
  第一，“国人”实行以“家”为基础的井田制
分配方式。《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载：“请野九一
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死徙无出乡，乡田同
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
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
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
野人也。此其大略也。”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这

里不断强调国人和野人的土地制度是不同的，
即“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国人的井
田制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
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讲完国人的这一土地制度（井田制）之后，孟子
又强调这一制度是“所以别野人也”。这说明国
人和野人的土地制度是不同的，井田制仅是国
人的制度。
  《周礼》也有以“家”为单位的土地分配方
法，《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载，“上地家七
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
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意思
是，上等土地授给七口以上人家，这样的人家
可以胜任兵役和劳役的一家有三人；中等土地
授给六口的人家，这样的人家可以胜任兵役和
劳役的两家有五人；下等土地授给五口以下的
人家，这样的人家可以胜任兵役和劳役的一家
有两人。
  第二，“野人”实行以“夫”（男子）为单位的
井地分配制度。《周礼·地官司徒·遂人》载，“辨
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
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
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
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意思

是，辨别野地的土地，分为上地、中地、下地，据
以颁授田地和宅地。上地，一夫授给一处宅地，
田一百亩，休耕地五十亩，余夫也照这样授田。
中地，一夫授给一处宅地，田一百亩，休耕地一
百亩，余夫也照这样授田。下地，一夫授给一处
宅地，田一百亩，休耕地二百亩，余夫也照这样
授田。
  第三，“国”“野”逐渐融合的土地分配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战事频繁，各国都需要扩充兵力，
因此，野人也逐渐获得当兵的资格。此时，国人
和野人的土地分配制度趋同，即“国都”“鄙野”
逐渐实行以“室”“家”为单位的土地分配方法。
《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载，“凡造都鄙，制其
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
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
亩”。意思是，凡建造采邑，制定该采邑的地域，
通过挖沟堆土划分界线，根据采邑的室家数制
定井田规模。无须休耕的地每家一百亩，种一
年休耕一年的地每家两百亩，种一年休耕两年
的地每家三百亩。这里的“都鄙”，“都”是“国”
的组成部分，“鄙”是“野”的组成部分，以“室”
“家”为单位的土地分配方法同时适用于一部分
国都和鄙野。
  为什么国人的土地分配方法多种多样呢？

一是和地理形势有关。根据《西周不存在井田
制》一文所述，时人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像通常概
括的那样，仅仅是“黄土地带，土地疏松，易于农
耕”。比如，当时黄河中游的天然植被大致分成
森林、草原及荒漠三个地带。森林地带包括黄土
高原东南部，豫西山地丘陵，秦岭、中条、霍山、
吕梁山地，渭河、汾河、伊洛河下游诸平原。这里
正是周人及其主要侯国活动的中心。繁盛的森
林不仅会给土地垦辟造成困难，而且也为野生
动物的生存提供了条件。据记载，周人居地附近
的密林茂草中常有群兽出没，直接威胁人们的
生产和生存，今日看来平衍无阻的华北大平原，
往昔也布满着浊水充斥的泽薮，呈现出复杂万
端的起伏地形。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土地分配
制度的样式必然是多种多样的。二是和当时国
人可以当兵、野人不能当兵的制度有关。国人当
兵要自备武器、干粮，因此必须占有较好、较多
的土地，否则不堪其负。
  综上所述，关于周朝土地制度的论述既有
史实，也有推理。我没有斩钉截铁地断言“西周
没有井田制度”，但也反对学术界目前把纷繁复
杂的周朝土地分配制度仅归结为井田制一种的
做法。我更希望将来后辈们或者依据新的史料
得出新的结论，或者纠正我的一部分结论。

┬ 陈锐

  法律与诗歌似乎处于对立的两极。有人明确提
出，“在法律领域，应拒绝诗歌”，更有人夸张地认
为，若允许判决采用诗歌形式，一些法官会“为押韵
而杀人”。法律与诗歌真的如此排斥？事实并非如
此。在很长的时间里，法律与诗歌保持着密切关系。

法律与诗歌产生于同一张温床之上

  古代有“诗法同源”之说。意大利学者维柯曾
说，“古代法学全是诗性的……古罗马法是一篇严
肃认真的诗，是由罗马人在罗马广场表演的，而古
代法律是一种严峻的诗创作”。日本学者穗积陈重
得出了大致类似的观点，德国学者雅各布·格林发
现，流行于北欧地区的古老法典都具有诗性特点，
古代盎格鲁-萨克森人的法律同样充满诗意。其
实，在中国古代的歌谣中也可见法律的影子。
  古代的一些伟大诗人被奉为“未被世人承
认的立法者”，维柯列出了他们的名字：东方的
佐罗斯特、埃及的霍弥斯、希腊的奥辅斯、意大
利的毕达哥拉斯、中国的孔夫子。或许还可以添
上荷马的名字，因为“希腊人视他们的诗人为法

律权威，荷马的诗歌和他们的法律卷册经常一
起摆放在法庭的桌子上”。
  近代时，法律与诗歌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另外的
形式呈现，用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的话说：“很
多诗人是从法学院逃逸出去的学生。”很多拥有世
界性声誉的诗人最初是学习法律的，如歌德、席
勒、海涅、薄伽丘、彼特拉克、乔叟、莎士比亚、蒲柏、
雪莱、泰戈尔等。很多较有名气的英国诗人曾是律
师会馆的学徒，如托马斯·米德尔顿、约翰·马斯顿、
威廉·布朗、沃尔特·司各特等。美国情况大致类似，
华莱士·史蒂文斯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威廉·卡
伦·布莱恩特曾在威廉姆斯学院学习法律，桂冠诗
人埃德蒙·克拉伦斯·斯特德曼短暂地学过法律，
之后逃离法学院。辛辛纳图斯·海涅年轻时曾担任
地区法院法官，执业之余写下了大量描绘美国西
部的诗歌，赢得了“西拉斯的诗人”之美誉等。
  法律与诗歌之间的密切关系还表现在：法
律为诗歌提供重要素材，诗歌则是表达法律的
重要形式之一。自古以来，法律一直是诗歌的不
竭主题。诗人们用诗歌赞颂良善的法律，讴歌公
正的司法，诅咒恶法，批判不公正的司法，传达
深刻的法哲学道理。

法律与诗歌在现代的疏离及其原因

  到了现代，法律与诗歌之间的密切关系不
复存在。用美国结构主
义诗学倡导者乔纳森·
卡勒的话形容，法律与
诗歌之间产生了“围
墙”。美国学者德文·拉
金特夸张地认为，法律
与诗歌之间的密切关
系已终结。用稍和缓的
说法就是法律与诗歌
在现代已开始疏离。具
体表现在：很多法律期
刊不再刊发法律诗歌，
有关法律与诗歌的讨
论大大减少，没有人像
柯克大法官那样，用诗
歌撰写法律报告。少数
大胆的法官用诗歌撰
写法律意见，会招致非
议，甚至受到处分，一

个经常引用的例子是“关于罗姆的调查案”。法
官罗姆在撰写一件案子的判决书时，曾用诗歌
解释判决理由，最后却受到了处分。州最高法
院的解释是：“虽然法官有权用诗歌撰写判决
书，但无权让诉讼当事人成为公众嘲笑或轻蔑
的对象。”
  法律与诗歌疏离是一种普遍现象。其实，造
成法律与诗歌疏离的深层次原因是社会分工。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诗人
和法学家都逐渐专业化，法律与诗歌开始出现
分野。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分析
道，由于经济不断发展，现代的法律逐渐由非理
性、经验性的法律向着更系统化、更逻辑化的法
律方向发展，法学教育逐渐由“技艺”转向“科
学”，这使得法律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攀升，该趋
势无形中加剧了法律与诗歌的疏离。此外，法律
与诗歌的疏离还有其自身原因。现代法律讲究
语言的规范性和明确性，追求真实性、客观性和
统一性，而诗歌中充斥着隐喻和象征，其语词富
于主观性、创造性、多义性，这使得法律与诗歌
在语言风格上差异巨大。
  当然，法律与诗歌疏离，并不意味着两者之
间完全绝缘，只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像以前那
般紧密，诗歌从法律事务的某些部分退了出来，
或者说，在某些法律领域，原本常见的法律诗
歌，现在已变得比较罕见了。

当代法律领域为何仍需要诗歌

  很多有识之士指出，若法律与诗歌长久处
于一种割裂状态，会引发诸多问题，因此，需要
重新审视法律与诗歌的关系，了解诗歌能为法
律做些什么。
  首先，诗歌能软化法律语言，改变法律语
言晦涩难懂的状况，消除群众与法律间的隔
阂。虽然有法官因运用诗歌进行判决而受到处
分，但仍有法官根据手头案件的特点，得当地
运用诗歌，取得了较好效果。如一名法官用抑
扬格形式，以野生松鼠的口吻描述了被人收养
的痛苦经历：“我，一只松鼠，因为被人爱怜，来
到这里，处于被囚禁状态，很多年来，我确实独
立生活，住在一个没有恐惧的地方，可爱而多
变的人儿，一直关心着我，我不用四处找寻橡
子，因为橡子就在那里，我被人宠着、爱着，虚
度着光阴，饥饿的记忆，不再属于我。但那不符

合我的本性！我不过是野生动物，不是被宠着
的孩子……”这种以诗歌形式发表法律意见的
做法成功地说服了当事人。
  其次，诗歌通常以精炼、富有节奏和韵律
而著称，易于引起情感共鸣。美国民权活动家
玛雅·安吉洛的自传体小诗《我知道笼中鸟为
何歌唱》就能唤起人们对“自由”的憧憬：“笼中
的鸟儿唱着歌，带着恐惧的颤音，歌唱着未知
事物，渴望自己的歌声能传到远方山丘，因为
笼中的鸟儿在歌唱自由。自由的鸟儿畅想着微
风，畅想着轻风吹拂的树木，畅想着黎明草坪
上的肥美蚯蚓，并宣告天空属于它。但笼中的
鸟儿站在梦想的坟墓上，它的影子在噩梦的尖
叫中回响，它的翅膀被剪断，双脚被缚住，它张
开喉咙歌唱。”
  再次，诗歌可以为法律注入人文社会价
值，弥补现代法律中人文社会价值之匮乏。众
所周知，现代社会的法律已经“异化”，法律中
的人也被“异化”，用努斯鲍姆的话说，“个人甚
至比不上一只可以被清晰计算的昆虫那样具有
独特性”“个人的独立性、个人内心深处的希望、
爱和恐惧被视而不见”，因此，在法律领域，强烈
呼唤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回归，诗歌正好可
以贡献力量。
  最后，诗歌还可以在当代法学教育中发挥
重要作用。诗人重视雕琢语言，立法者亦应如
此；诗人喜用隐喻、夸张，这些手法在法庭辩论
中同样重要，成为说服法官与听众的重要工
具。此外，将诗歌当作一种教育工具，可以使学
习过程变得更有吸引力，可以更好地理解法律
背后的价值。正如阿克里伯尔德·麦克利士总
结的那样：“诗歌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理解我
们的混乱生活，使困惑、愤怒的心能认识到一
种秩序……若没有诗歌，就不能真正地理解人
类、人性。”
  总之，当代的法律领域呼唤诗歌。正如卡多
佐的小诗：“诗歌无处不在，常出现在意想不到
的地方。它优雅地出现在书本上，在新闻里，在
法律中，在肥皂剧内。它似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
表达方式。它是我们的惊奇，我们的恐惧，我们
的平凡日子。诗歌是意象的创造，是激情，是脚
尖的节奏，是歌唱。法律中充斥着，反映人性的
极端案件，等待干预，等待执行，就像诗歌等待
评判一样……”

（原文刊载于《政法论坛》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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